
 “相信我”—这是一个往往会令人起

疑的常用语。最近，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

信任都已成为一种供应稀缺的商品，这一

情况蕴含着重大的潜在影响。以全世界街

头通行的三张牌赌博游戏或“猜豆子”游

戏为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参与这类游戏，

因为他们不信任游戏的公正性，或者不相

信主持游戏的人。同样地，人们也认为传

统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不公平，或者其主持

者不值得信任，因此在参与之前，通常想

要得到额外的保证。而不断加剧的经济不

平等就是人们不愿意相信经济和政治是公

平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研究考察了信任和社会资本的

下行趋势是否是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反应。

社会粘合剂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社会资本“能让参与者更有效地共同行动，

追求共同目标”（Putnam，1995)。在调查

数据中，信任是由所谓的一般化信任来衡

埃里克·D.�古尔德、亚历山大·海曾

美国和欧洲的

不平等损害了

人与人之间的

信任，并且可

能会抑制经济

增长

平等让我们彼此更信任
英国伦敦街头骗人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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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一般化信任是指一个人对朋友或家人之外的非特定

个人的信任程度，通常通过类似“一般说来，您认为大多

数人可以信任，还是认为与其他人打交道时必须非常小心

谨慎？”的问题来加以衡量。

在过去 40 年中，美国的普遍信任已显著下降。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认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的受访者

比例已经从 50%左右下降到 33%（见图）。而且，美国人

口构成的变化可能掩盖了真正的下降程度。如果控制美国

人口构成的变化，普遍信任的下降甚至可能更加明显，主

要原因在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

的人倾向于更信任他人。另外，对政府的信任也显示了类

似的下降趋势，这可能会威胁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降低公

众对主流政党的支持。

虽然有关其他发达经济体社会资本趋势的证据有限，

并且也未显示出一致的模式。但是，最近的非正式证据和

选举结果表明，在很多欧洲国家，不满情绪正在酝酿。至

于是否会降低信任和社会资本还有待商榷，不过结果通常

会是如此。

公平

同时，美国和很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不平等都在不断

加剧，而这通常被当作是信任下降的重要原因，其可能会

导致不公平的经济结果，或者造成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分

裂。

一方面，如果是由家庭背景、人脉关系或者纯粹运气

造成的经济差距，而非个人的功绩，这就会显得特别不公

平，因此会破坏人们对他人和政府的信任。如果情况的确

如此，经济差距就会非常持久，社会流动性受到限制，从

而导致严重的机会不平等（Putnam，2015）。
另一方面，经济产出也会破坏社会经济地位。如果社

会经济地位与可以培养信任的共同价值观相关联，那么当

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较大的收入差距就会损害信任

的一般意义，也就是说，“熟悉才能产生信任”（Coleman，
1990）。根据这种观点，产出不平等预示着会出现社会分层

现象。

事实上，很多研究结果已表明，普遍信任和经济不平

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例如，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

据显示，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州，其信任水平较低（例如，

Alesina 和 La Ferrera 2002；Rothstein 和 Uslaner，2005）。
而且，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也显示，

在较平等的社会，信任水平也更高（例如，Zak 和 Knack，
2001）。当然，这些相关关系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不同地区

或国家之间的信任水平差异是由其不平等程度的差异造成

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不信任和不平等都是由第三种因素造

成的。所以，证明其因果关系非常关键，因为不信任与不

平等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有着迥然不同的政策含义。如

果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寻求

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税

收的累进性，增强公共收入对穷人的支持力度。而如果不

平等与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是由第三种因素驱动的 , 则上

述措施并不能大幅恢复信任。目前，有关不平等与不信任

之间因果关系的系统性证据仍然有限。

美国广泛存在的不平等显著地
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信任。

我们的研究也考察了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下行趋势是否

是对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反应。我们使用美国全国选举调

查的数据来分析美国的情况，使用欧洲社会调查的数据来

分析欧洲的情况。在对美国的情况进行分析时使用各州在

不同年份（1980—2010 年）的数据，而在对欧洲的情况进

行分析时则使用欧洲各国在不同年份的数据（2002—2012
年）。

研究结果显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美国广泛存在的

不平等显著地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其中，不平等程度

上升导致信任水平观察值下降了44%，而且“对政府的信

任”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不过，研究结果也显示，

不平等的来源也是造成不平等对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

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

具体来说，由受教育程度、年龄和经济活动定义的

社会经济阶层内部的不平等会损害信任和社会资本，而不

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则不会损害信任和社会资

本。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看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

型与自己类似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信任就

渐渐消失的信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信任他人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

(劳动适龄人口中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受访者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综合社会调查，1972—2012年。
注：实际值是指劳动适龄人口中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受访者的
实际比例。调整值是指，在控制美国人口构成变化的条件下，劳动适
龄人口中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受访者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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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降，而如果收入差距是由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选择不同而引起的，那么信任就不会受到影响。其中一种

解释是，由人力资本决策和投资不同引起的不平等比较容

易理解，也显得比较公平，而如果运气或不明因素导致收

入差距增大，人们就会对他人和政府失去信任。

此外，在美国，不平等对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主

要由收入分布带的底部不断扩大的工资差距所推动。然而，

这种不平等却并没有表现出要进行重新分配的强烈要求。

因此，在考虑税收和福利政策之前，寻求通过降低市场工

资离差（例如，通过最低工资政策或集体谈判）来恢复信

任的政策，似乎要比通过更累进的所得税或者增加社会支

出的重新分配政策更有前景。也就是说，体面的优质工作

和优厚的工资比仅仅增加收入更有意义。

我们在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表

明不平等对信任的损害已经超出了美国，并扩散到了制度

环境不同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然而，相对于美国，欧洲国

家的不平等对信任的影响更加普遍。研究发现，在收入分

布带的顶部和底部，不平等都在损害信任和社会资本。不

过，欧洲国家的不平等似乎提高了对更累进的税收或更强

的社会保护等重新分配政策的需求。

谁在乎呢？

信任和社会资本的降低令人不安，不仅在于其对社会

凝聚力的影响，还在于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大量的文

化经济学文献显示，信任是产生良好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

这些文献强调了信任影响经济的两条途径。第一，信

任可以通过用低成本非正式的方式达成协议和维护协议，

降低了法律费用和保险费用等交易成本，为私人领域经济

互动的发展铺平道路。而且，信任水平越高也可能意味着，

在监督雇员和决定合适的奖励方面遇到的问题更少且成本

更低。

第二，信任可以通过减少与提供公共产品有关的集体

行动问题，或者提高公共机构的总体质量，从而促进公共

领域的合作。因为政府可能无法解决缺乏信任、不宽容、

分裂的社会中紧迫的社会经济挑战，尤其是在需要公众大

力支持的宪法改革和国际条约方面。而且，不信任也会降

低公共政策的可信性，损害其有效改变经济诱因和塑造公

民及企业经济行为的能力，从而阻碍政策的有效实施。

另外，也有不断增加的实证证据表明，信任可以通

过国际贸易、金融发展、创新、企业家精神、公司生产力

等特定的驱动因素，普遍地促进经济增长。例如，缺乏信

任的金融系统可能会阻止人们在证券市场投资，谨慎的公

司同样会避免进行外包或境外生产，从而错过潜在的获利

良机。

鉴于很多发达经济体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信任在经

济运行方面的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不断加剧的不

平等可能会以重要（虽然间接）的方式影响增长和发展。

因此，本研究通过提供有关不平等对增长产生不良作用

的特殊途径的证据，对其他表明不平等会降低增长的近

期实证研究（Dabla-Norris 等人，2015；Cingano，2014；
Ostry、Berg 和 Tsangarides，2014）进行了补充。

总之，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上

升可能已经打破了在经济进程、社会动力机制和政治实践

中实现公平结果的希望。而较低的经济参与、社会两极化

以及从主流政治中撤退可能就是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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